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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的境界

劉曙光

［提　 要］ 　 近些年來，學術不端、學術失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 學術生態的治理

與改善，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僅需要有關管理部門出台相應的法律法規來進行“他律”，更需要廣大

科研工作者具有良好的學風、學術道德來進行“自律”。 科研工作者的自律，其中，需要解決的一個

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是，學術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做學問到底

是為稻粱謀，還是為了審美“趣味”？ 是為了功名利祿，還是為了立德立言？ 人生的境界決定治學的

境界、決定治學的成就。 不斷提高人生的境界，包括做學問的境界、寫作的境界，這恐怕是解決學術

不端、學術失範問題更為根本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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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不端、學術失範已成為學術界的頑症痼疾，久治不癒，甚至愈演愈烈。 人們不禁要問：學者

到底為了什麼做學問？ 是為了功名利祿，是為了年度考核，是為了領導的批示①，還是為了審美“趣
味”，為了立德立言？ 這些以前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現在卻越來越成為問題，而且，越來越成為嚴

重的問題。

一、 問題的提出

近些年來，學術失範、學術不端現象屢見不鮮。 近一段時間，被揭露出來的學術不端現象確實

觸目驚心。 在課題申報中，拉關係，走後門，使盡渾身解數；而在完成課題時，卻是敷衍塞責，馬虎應

付。 在科研中，弄虛作假，抄襲剽竊，沽名釣譽，急功近利。 有的作者只是為了寫文章而寫文章，只
是為了課題結項、職稱評定、職務晉升、科研績效考核、各種各樣的評獎、學位答辯甚至稿酬發放而

去拼湊論文。 除了“學而優則仕”，還有“仕而優則學”、“富而優則學”，有的人發表文章，目的就是

要做“學者型官員”、“學者型企業家”，名利雙收。 殊不知，論文既可以成為往上爬的梯子，也可能

成為一個讓人痛打的靶子。
極少數頭頂各種光環的學者，因為學術不端、學術失範，一時身敗名裂，斯文掃地。 特別是梁瑩

事件後，一些學者感到“自危”，也要求從一些數據庫中撤下自己的文章。 一些學者對自己的學術

成果，沒有底氣，因而不願意參加各種各樣的評獎，不願意出頭，不願意把自己推上風口浪尖。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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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冠冕堂皇地說，自己不在乎論文的稿酬。 事實果真如此嗎？ 可能恰恰相反。 作者從以前的不

考慮稿酬的多寡，到越來越在乎文章帶來的收益，投稿之前總是權衡再三，算計了再算計。 有的學

者為了個人利益放棄學術操守，違背學術道德。 有評論家公開立約，明碼標價，向藝術家收取高額

勞務費，還立下千字多少錢、未滿千字須作千字算，及有關評論發表與被引用等諸多規矩。 更有些

學者，把“忠誠”的美德拋到了腦後，以“人才引進”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變賣”自己，頻繁地變

換工作單位，不斷地抬高自己的身價，“哪裡有利（諸如提職稱、調級別、漲工資、或者有更多的科研

經費、更寬敞的辦公條件、更舒適的住房環境等等），就往哪裡去；而對於為他的成長付出了無數辛

勞的單位沒有多少感恩之意，沒有多少眷戀之情。 常以一己之利為衡事量物的標準，一件事情不順

心、一個條件不能滿足，就另覓高枝，掉頭不顧”②。 這樣的學者或許是才華橫溢，可是他的德行和

操守呢？ 一個學者應該是德才兼備的表率，而不能把自己變成一個追名逐利之徒。
為了獲得優質稿件，各學術期刊爭相提高稿酬。 個別期刊稿酬標準更是高得令人瞠目結舌。

稿酬上的惡性競爭，恐怕並不是辦出高水平刊物的一劑良方。 各學校、各院系為了激發教師科研的

積極性，提高學校的排名和學科的排名，也在不斷進行“物質刺激”，不斷提高科研獎勵。 如此以心

為形疫，種種現象背後折射出來的，是社會大氣候對高校風氣的影響，是學風的浮躁，甚至是學術道

德的淪喪，是社會上拜金主義、個人享樂主義之風在高校中的蔓延。 這裡，已全然沒有了中國傳統

知識分子“安貧樂道”的秉性：“全真保性，不以物累形”。
與此同時，人們也在不斷地反思，當代學術界為什麼難出大師、難出大家？ 原因雖然是多方面

的，但一個最根本的制約因素，恐怕是學者的心胸、格局、眼界、人生境界。 做學問是需要有一種崇

高的境界的。 有了這種境界，才能正確地對待苦和樂，才能正確地對待得與失。 毋庸諱言，相當多

的學者還只是停留在為稻粱謀的人生境界或學術境界。 可想而知，汲汲於名利、戚戚於富貴，這樣

的學者不會把做學問當成生活的第一需要的，也是難以真正潛心於學問而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
自古以來，真正的做學問的境界，應該是超越功利、高遠曠達的。 學術研究的目的在於增進人

類全體的生活福祉，這和《大學》闡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道理脈絡一貫，密切相通。 讀

書、做學問，不只為修業，不只是會找研究題目，不只是會引經據典而已。 《大學》之綱領有三：明
德，親民，止於至善，先賢曾文正公曾言：此三者“皆我分內事也”，誠哉斯言。③

千百年來，人們都在參究孔顏之樂、所樂何事的問題。 在談到顏淵時，子曰：“一簞食，一瓢飲，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論語·雍也》）孔子自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述而》）那麼，孔顏之樂，顯而易見，他們所樂的並不是單純的物質生活，而是一種崇高的

精神生活。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論語·里仁》）這種崇高的精神生活恐怕不外乎聞道、問
道、悟道、得道、行道、佈道、樂道。 戴震說，學者應“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

期後世之名”，因為君子“務在聞道”。④樓宇烈先生認為，人生境界以求道、悟道、證道為根本。 曾經

有人問王力先生，為什麼能幾十年如一日，始終一貫地進行學術研究，他很樸實地回答說：“我的求

知欲很強。 我覺得從不知到知，從不懂到懂，這是一種快樂。 幾十年來，我已經習慣搞研究工作，讓
我放下就感到無聊，日子就不好過。”⑤這就是一種求道、悟道、樂道的境界。

這種境界有時也以學術“趣味”的形式體現出來。 前輩學者常以學問的趣味來啟迪後生，使他

們在愉快的心情之下走進學問的大門。 梁啟超就說過：“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

分‘梁啟超’這件東西，把裡頭所含的一種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恐怕所剩下的僅有個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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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先生注重趣味，只是“無所為而為”，故能有他那樣的成就。 梁實秋先生感歎地說，一個人在

學問上果能感覺到趣味，有時真會像著了魔一般，真能廢寢忘食，刻苦鑽研，鍥而不捨，在學問上焉

能不有收穫？⑥梁啟超認為，做學問就是一種審美的境界。 審美趣味是人們“生活的原動力”、人生

觀的“根柢”，如果“趣味喪掉，生活便成了無意義”，“高等趣味即審美趣味”。⑦

作為一個學者，其“文化身份”的特質應該是：獻身學術，自覺追求學問，而不是追求管理界批

發的種種標籤；堅持獨立思考，不盲從迷信，而不是人云亦云；有擔當精神，有自覺的社會責任感，而
不是隨波逐流；追求理想，追求夢想，而不是急功近利。 但是，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當今學術

屬於一種制度性的活動”，學術界並不是什麼世外桃源，學者處在“體制”之中，“承受著各種各樣的

現實壓力，純粹為求知而讀書治學，近乎迂腐悖時的怪異之舉”。 頻繁的考核，不斷的申報，各種量

化的指標，使人疲於奔命，給學術帶來巨大的扭曲和損害。⑧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本節的內容，來總結“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的區別，我想《論語》中的

這句話是十分恰當的：“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論語·憲問》）

二、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

做學問到底應該是功利性的還是趣味性的，到底應該是功利境界還是審美境界？ 問題的提出，
是源於《論語》中的一句話：“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毫無疑問，這裡的“為己”不能解釋成

為一己之私，“為人”也不是為他人謀福利。 如何解釋“為己”“為人”，是理解這句話的關鍵。 關於

這句話，學術界有不同的理解。
一般通行的解釋是：古代的學者注重內在的克己、修己、治己，注重培養自己多方面的良好品

行，尤其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即進德修業；相反，今天的學者更看重的是個人的功利（面子），注重

自己外在的、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名聲。
朱熹的《論語集注》有一段注解。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之於人也。”程子

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 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為學，如果是“欲見之於人”，
沽名釣譽，必定“終至於喪己”；相反，為學如果是“欲得之於己”，則“終至於成物”。 可見，“為人”
“為己”兩種不同的治學態度，所得到的結果也是截然不同的。⑨

荀子把為學的境界分為君子之學和小人之學。 君子之學是為了美身進德，而小人之學則是炫

耀於世、取媚於人。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

法則。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 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荀子·勸學》）

“為己之學”也可以說是“君子之學”。 君子之學，落實到行動中，即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是為了

使自己成為更加完美的人。 小人之學，則只是把為學當作禽犢一樣的干祿進身、取悅於人的禮物。
正是採用了《荀子·勸學篇》對為己和為人的解釋，楊伯峻對“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譯

文是：古代學者的目的在修養自己的學問道德，現代學者的目的卻在裝飾自己，給別人看。⑩君子的

養成主要靠自己，即反求諸己，不隨波逐流，“篤志而體”，既能志向堅定，又能身體力行，“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為己之學，旨在追求真理和提升自我，乃是真學問，為求自得，造就的是真

君子、真道德、貴己之人；為人之學，乃偽學問，追名逐利，造就的是偽君子、兩面人、喪己之人。 由此

可見，做學問的最高境界也可以概括為“進德修業”。
與此相關，陳寅恪認為讀書、做學問是自己的事情，是目的不是手段，要把學問當作根本，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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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陳寅恪給北京大學 1929 年畢業班學生的題詩是：“添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 平生

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他自己一生讀書不為取悅別人，不為名利。 清華大學校長邱勇教

授在 2019 級研究生開學典禮的講話中引用了這首詩，希望學生對真理抱有至高的敬意，將熱愛和

探索真理作為人生目標，而不要把論文、職稱、學歷、獎項作為學術研究的目標，“要用一生去追求

真學問，做淡泊清明的真學者”。
對為己與為人之學，錢穆先生的看法比較特別。 他把“為己”解釋為“德行之科”，把“為人”解

釋為“言語、政事、文學之科”。 “孔子非不主張學以為人，惟必有為己之本，乃可以達為人之效”，
“己立己達是為己，立人達人是為人”。

在錢穆先生解讀的基礎上，有的學者對“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作了新的、比較契合現

時代的解釋。 如涂可國認為，站在整個儒學系統來看，儒學不是單純的為己之學，而是為己之學與

為人之學的統一。 為己的內容主要是：仁者自愛、克己由己、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自尊自強、正己正

人、修身為本、反身而誠。 為人的內容，除了直接明言的孝悌的為人、進取的為人、交往的為人和求

善行道的為人，還構建了間接明言的為人之學，包括愛人利人、成人之美、與人為善、修己安人、立人

達人、不必為己。不管對“為己”、“為人”作怎樣的解讀，做學問的目的首先是篤志而體、立己達

己、以美其身，是養成君子人格，而不只是功利性的。

三、人生的境界

我們所熟知的一些說法，如，“詩無隱志，樂無隱情，文無隱意”（《詩論》第三章），“人必有芬芳

悱惻之懷，而後有沉鬱頓挫之作” （袁枚語），“文如其人”，這些說法都表明：情感、思想、文字的表

達，其實是一個人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表達；做學問的境界，反映的是一個人的人生境界，即
“為學與為人，其道一也”。 學者也是普通人，他們同樣具有追求 “美好”、“幸福”生活的權利。 但

是，作為學者，作為知識精英，他們又不是普通人，他們可能更多地在追求一種“逍遙”、“適性”的生

活。 尤其是在做學問的時候，他們更應當達到一種審美趣味，達到天地境界、審美境界。 如何達到

這種做學問的境界，王力先生說：“首先要從人生觀上解決問題。 一個人為什麼要活著？ 是不是只

是為了穿衣吃飯？ 或者說只是為了物質享受？ 我以為，穿衣吃飯是為了生活，而生活卻不是為了穿

衣吃飯。 生活應該有更高的目的。”這種更高的生活目的就是一種更高的人生境界。
（一）馮友蘭的人生境界說

馮友蘭指出，人的各種行動帶來了人生的各種意義，這些意義的總和構成“人生境界”。 不同

的人們可能做同樣的事情，但是他們對這些事情的認識和自我意識不同，因此，這些事情對他們來

說意義也不同。 每個人有他的生命活動的範圍，與其他任何人都不完全一樣。 儘管人與人之間有

種種差別，我們仍可以把各種生命活動範圍歸結為四等。 按照從低到高的順序排列，這四等是：一
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講求實際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義，不謀其利”的“道德境界”；超越世

俗、自同於大全的“天地境界”。
馮友蘭先生認為，哲學的任務是為了提高人的心智。 第一種人按照他的本能或社會習俗而生

活，好像兒童或原始社會中的人，他們做各種事情，而對自己所做的事情缺乏自覺，或並不真正意識

到它的意義。 因此，他所做的對自己並沒有什麼意義。 這種人生境界就是“自然境界”。 第二種

人，他有私心，並且時刻意識到自己，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為了自己。 這不一定表明他就是全然不講

道德。 他也可以做一些有益於別人的事情，但他這樣做的動機是為了自己的好處。 這種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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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功利境界”。 第三種人，懂得世界上除了自己，還存在著一個作為整體的社會，自己是社會的

一個組成部分。 本著這樣的理解，他做任何事情都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好處；他行事為人是為義，而
不是為利（“正其義而不謀其利”）。 他是真正有道德的人，所做的都合乎道德。 這種人生境界可以

稱之為“道德境界”。 最後，人也可以達到一種認識：知道在社會整體之上，還有一個大全的整體即

宇宙。 就社會組織來說，他是一個公民；但他同時還是一個“宇宙公民”。 他在做每一件事時，都意

識到，這是為宇宙的好處。 這種更高的人生境界，這就是在精神上超越人間世的“天地境界”。
馮友蘭先生認為，前兩個境界可以說是來自天然，後兩種境界則是人自己的心靈所創造的。 人

在道德境界中生活的衡量標準是“賢”，它的含義是“道德完美”。 人在天地境界中生活，則是追求

“成聖”。 成聖是人所能達到的生命最高點。
大事業大學問往往都是在無功利心的境界中完成的。 正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

蔭。 在馮友蘭誕辰 120 週年之際，陳來提出把《新原人》的境界說提升為倫理學的一種形態，即境

界倫理學，境界倫理學具有可發展為目前西方德行倫理學和規範倫理學的前景。 他在研究馮友蘭

境界說的基礎上，揭示了馮友蘭境界說體系的內在問題，並由此提出改善的方案和方向，以求推動

境界倫理學的進一步發展。 陳來提出，第一，取消自然境界，以功利境界為最低層次境界，其中又分

三種，利己害人，利己心強而不害人，有利己心而不強。 對一般的合理利己境界加以寬容。 第二，以
無功利境界為第二層次境界，可分為儒家的道德境界、道家的自然境界和佛教的無相境界，以對峙

功利境界，改造人生的精神境界。 第三，以終極關懷為第三層次境界，又可分為社會理想境界、萬物

一體境界、東西方古今宗教境界。

（二）張世英的人生境界說

張世英先生指出，任何一個人，都是宇宙間無窮的相互關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的網絡中的一個聚集點或交叉點。 這個點不是實體，而是空靈的。 人之不同於物的地方在於人這

個聚焦點是“靈明”的。 “靈明”的特點就是能超越在場，把在場者與背後千絲萬縷的不在場的聯繫

結合為一。 正是這點“靈明”構成了一個人的“境界”，動物不能超越，故無境界之可言。 “境界”就
是一個人的“靈明”所照亮了的、他所生活於其中的、有意義的世界。

境界這個交叉點也就是人所活動於其中的“時間性場地”，它是一個由過去、現在和未來構成

的現實的現在，也可以說，是一個融過去、現在與未來為一的整體。 一個人的過去，包括他過去的經

歷、思想、感情、慾望、愛好以至他的環境、出身等，都積澱在他的這種“現在”之中，構成他現在的境

界。 而未來在現在中“先在”，他對未來的種種嚮往、籌劃、志向、志趣等，也都構成為他現在境界的

內容。 張世英先生關於境界的定義，讓人聯想到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論述。 “人的本質不是單

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張世英先生把人的精神境界，按其實現人生意義、價值的高低標準和人生在世結構的發展過

程，劃分為四個等級：慾求的境界（滿足個人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慾望）、求實的境界（不再只是滿足

於最低的生存慾望，而是更進而要求理解外在的客觀事物的秩序）、道德的境界（以對萬物一體的

領悟作為自己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標，作為自己所應該做之事而為之奮鬥不已）、審美的境界（屬於

高級的主客融合的在世結構，完全處於一種人與世界融合為一的自然而然的境界之中）。 審美境

界是一種完全的自由，是一種既超越科學又超越道德的人生境界。 一般來說，人往往是四種境界同

時具有。 但是，各種境界的比例關係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表現：有的人這種境界佔主導地位，有的

人另一種境界佔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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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指出：“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麼感覺；經營礦物的商人只看

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獨特性，他沒有礦物學的感覺。 因此，一方面為了使人的

感覺成為人的，另一方面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無
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是必要的。”地質學家求真（主要是求實

的境界），商人求財（主要是慾求的境界），文人雅士求美（主要是審美的境界），他們所追求和實現

的生命的價值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生境界對待“道”的態度截然不同，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

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不同的人生境界對待 “名”的態度也截然不同， “上士忘名，中士立

名，下士窃名”。 生命正是通過得道而閱歷豐富、品位提高、眼界開闊、思想深刻、品格完善、境界提

升，進而融入宇宙天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莊子·齊物論》），體悟到萬物一體、天
人合一，體悟到生命的意義，達到詩意的人生境界，“人，詩意的棲居”，這種快樂是不可言喻的。 就

為學而言，人生境界的高低決定了學術水平、學術境界的高低。 一流的人生境界方可產生一流的學

識水平、一流的學術成果。 作為一個學者，要不斷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和學術境界。 “胸懷學術與

胸懷稻粱，胸懷宇宙與胸懷孔方，其境其果決不會相同。 斤斤計較利益得失，煩惱多多，無法全身心

地投入到事業之中，文章必然做不好。 古人推崇的人格心性如超然物外、豪放灑脫、不拘小節，非心

胸豁達之人不能為。”

孫正聿先生認為，為人之道和為學之道，只有都達到一種“灑脫通達的境界”，才是“其道一

也”。 為人與為學的境界，並不是玄虛的、神秘的，而是具體地體現在為人和為學的“大氣”、“正
氣”、“勇氣”。 所謂“大氣”，就是要志存高遠，有高尚的品格和品位、有高遠的志向和追求、有敏銳

的問題意識、有高明的思想和見地。 所謂“正氣”，就是要有老老實實做學問的態度，真誠地求索、
有抑制不住的渴望、敢於直面事物本身。 所謂勇氣，就是要有想像力、創造力、批判力，“異常的思

考”、有“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信念、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理想。 這種“大氣”、“正氣”、“勇
氣”，就是為人、為學的境界。

四、學者的使命: 做預流的學問

學者的使命是動態的、變化的，也就是說，是具體的、歷史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每一時代、每
一地域的學者對學者使命的認識都不一樣。 確切地說，學者的使命，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一）學者的使命

對學者的使命的認識，古今中外的認識與探索，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殊性，既有全球性又有民

族性，既有時代性又有永恆性。
1. 中國學者

儒家學者自古以來胸懷大志，以平治天下為己任，有家國天下的使命感，以崇尚正義、精忠報

國、救濟黎民為最高理想和人生價值追求。 如，孔子強調“仁”和“禮”，以維持社會的和平穩定。 孟

子更是以“平治天下”自負，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

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唐韓愈和柳宗元提出“文以載道”，試圖

消除綺麗虛浮的文風。 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載自述學術宗旨：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王陽明指出： “學問的根本在日

用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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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強調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和超功利性，他批評培根的學術“實則彼之說，太偏於實用，彼
蓋純以厚生、利用為諸學問之目的者也”。 在《國學叢刊序》中，他說：“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
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 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馮友蘭晚年曾經親筆書寫一副對聯用以自勉：“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他說“上
聯說的是我的學術活動方面，下聯說的是我所希望達到的精神境界”。 馮友蘭指出：中國就是舊邦

而有新命。 所謂“舊邦”指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傳統，“新命”指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 他認為，
“闡舊邦以輔新命”就是要“把中國古典哲學中的有永久價值的東西，闡發出來，以作為中國哲學發

展的養料”。 “我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右翼人士贊成，左翼人士譴責），而又同時促

進新命（左翼人士讚揚而右翼人士譴責）。 我有時強調這一面，有時強調另一面。”“闡舊邦以輔

新命”就是學者的使命。 “舊邦”是“新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它也告訴我們該怎樣做學問。
儒家學者歷來是社會的精英階層，往往能進入政權的核心，參與朝政，制定規章制度，成為社會

的中流砥柱。 時移世易，學者也在變換自己的角色，調整自己的社會定位。 科舉制實行時，知識分

子信仰“學而優則仕”，“修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隨著科舉制的廢除，知識分子多少有一些失落

感。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就一番功名的理想，與現實或許會有一定的差距，人文學者一般不

再直接參與國家決策，社會影響力有所下降，引導時代潮流的力量減弱。 但這並不妨礙學者的使命

感，他們仍然堅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這一信念成為中國學者的遺傳基因。 無論如何，未
來世界需要的是具有人文情懷、探索精神、心胸博大、視野開闊、具有充沛情感、具有審美能力的人。

2. 歐洲學者

18 世紀中葉的德國學者費希特認為，學者的真正使命在於“高度關注人類一般的實際發展進

程，並經常促進這種發展進程”。人類的整個發展直接取決於科學的發展，而每一個學者都本能地

要求進一步發展科學，特別是發展他們所選定的那部分科學。 學者應當盡力而為，發展他的學科；
他不應當休息，在他未能使自己的學科有所進展以前，他不應該認為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職責。 學

者要忘記他剛剛做了什麼，要經常想到他還應當做些什麼。 學者對於社會發展進程的促進體現在

兩個方面：一是覺悟，一是行動。 既要有宏大的歷史使命感，又要有躬行踐履的實踐精神。 學者的

使命不僅是解決理論問題，更應注重實踐。 這與中國儒家學者的崇高精神和終極使命高度契合。
費希特認為，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 學者特別擔負著這樣一個職責：優先地、充分地

發展他本身的社會才能、敏感性和傳授技能。 “傳授技能總是學者所必需具備的，因為他掌握的知

識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社會”，“學者現在應當把自己為社會而獲得的知識，真正用於造福社

會”，“就學者的使命來說，學者就是人類的教師”。 學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應當比其他階層走在前

面。 學者“應當成為他的時代道德最好的人，他應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

平”。 “我的使命就是論證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運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響卻無限偉大。
我是真理的獻身者；我為它服務；我必須為它承受一切，敢說敢做，忍受痛苦。”費希特時代學者們

對社會、對人類文明所懷抱的那種神聖的使命感，讓一切有宏偉抱負的學者特別是青年學子的心靈

受到震撼。
費希特對學者的要求便是行動，“我寄希望於行動，行動也屬於使人類完善的計劃之列。 站在

那裡抱怨人類墮落，而不動手去減少它，那是女人的態度。 不告訴人們應該怎樣變得更好，就進行

懲罰和挖苦，那是不友好的態度。 行動！ 行動———這就是我們的生存目的”。這一思想與馬克思

的名句“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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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費希特晚一個世紀的德國現代學者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業》的演講，非常注重學術的價

值和學者的價值。 在韋伯那裡，學術對於學者來說，既是一種職業，又是一種事業。 職業是謀生的

手段，是物質意義上的；而事業則是人生的追求，是精神意義上的。 學者的生涯首先是職業，而學術

事業則要受制於職業的環境和人事的狀況等。 他認為機遇很重要。 教師重要的是教授規範，不是

“育人”。 韋伯時代對學者的使命感或許不如費希特時代那麼崇高，但更實際一些，首先關注自我

的生存環境，而不是在困厄和貧窮中產生推動社會發展的思想。
作為知識精英，學者當然應該為人類福利而勞動。 學者作為一種身份，首先是一種精神追求，

而不是一種功利活動。 正如馬克思 17 歲時在《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所說：“如果我們選擇

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我們就不會被任何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

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 我們的事

業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大,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3. 學者：社會的良心

雖然我們提倡學者要摒棄功利思想、要有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但是，在批評某些學者把學

術研究變成謀利、謀生手段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知識分子、學者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可能超

凡脫俗。 知識分子、學者也是人，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 他們也有義務為自己的家庭、家人

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 我們也不希望學者成為“腐儒”。
古代儒家雖然認為精神生活更為重要，“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

公》），但也承認物質生活的重要性。 孔子論為邦之道，認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論語·顏

淵》），又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董仲舒對“義”與“利”的關係作了較為

深刻的揭示：“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 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 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

利，不能安。 義者，心之養也。 利者，體之養也。 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 義之養生人大於

利。”從社會對待學術和學者的態度，可以反映出這個時代的文明程度。 當今社會已不再要求學

者“安貧樂道”，政府、社會、學校給予了學者較高的尊重和敬意，也給學者提供了較為優厚的待遇，
基本上能保證學者“有尊嚴的生活”。

所謂學者的使命，其實，就是學者有一種“歷史”的意識和情懷。 學者有學術承擔者的自我認

知（即認為“我來到這世上是有使命的”、“我要承傳道統、學統”）。 孔子有很強的使命感。 孔子及

早期儒家通過整理《六經》，為《六經》作《傳》、《記》、《序》，而建構了伏羲、神農、堯、舜、禹、文、武、
周公的道統脈絡，奠定了早期儒家的道統思想。 同樣，朱熹也有很強的“歷史”意識。 朱熹及宋儒

也是通過結集《四書》，分別為《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注》、《論語集注》作序，重新建構

從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到程朱的道統脈絡，完成了宋儒的道統論思想體系。 從承續道統脈絡，朱
熹指出：“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

焉”，因此，“緣自家這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才理會得自家道理，則事物之理莫

不在這裡。 ……若盡得這道理，方成個人，方可柱天踏地，方不負此生。”

林毅夫先生指出，一位想成為大師的學者除了要有孟子所說的“當今天下舍我其誰”的自信

心，而且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具有這樣大的使命感的學者，才會有縱的歷史觀和

橫的全域觀，才有可能培養出王陽明所形容的“大如天”的洞悉事物本質的能力。 同時，要成為一

位大師也要有孟子所說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

人類的一切學問，包括哲學社會科學，都應當考慮“正德、利用、厚生”三個方面，即對提升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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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對社會的改良、對民生改善有沒有意義。中國學術承擔著用理論照亮現實的使命。 中國學

者的使命不只是“學術”本身（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而且關乎民族的命運和國家的興替

（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回饋世界）。 清華大學校長邱勇在 2019 級研究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題目就是“學術元求志，文章豈為名”，他指出“求索真理、獲得真知是學者的初心和使命。 初心是

起點和本心，使命是擔當和責任”，初心和使命，體現了一種身份，更體現了一種精神，“立志為學就

要超越名利、超越已知、超越自我，不斷提升為人為學的境界”。
（二）做預流的學問

做學問，需要對時代的材料、時代的問題有所“覺解”，要預研、研判、預測。 “凡事預則立，不預

則廢”。 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餘錄〉序》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取用此材

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 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
之未入流。 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享譽世界的美國歷史學家

斯塔夫里阿諾斯也指出：“每個時代都要編寫它自己的歷史。 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編寫得不對，而
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們迫切需要一部提

出新的疑問並給出新的答案的新歷史。”

做學問，要“預流”，要“入流”，但不要隨波逐流。 2019 年 3 月 4 日，習近平總書記看望了參加

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 習近平講了 4 個非常重

要的問題。
1. 做好文化文藝工作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意義重大。 幾年來，文化文藝界、哲學社會科學界在

正本清源上展現新擔當，在守正創新上實現新作為。 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文化

文藝工作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為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2. 要記錄新時代、投身新時代，與時代同步伐、與時代同行。 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文

化文藝和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 文化文藝工作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要與時代同頻共振，承
擔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使命，勇於回答時代課題，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

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
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

3.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 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多到實地調查研究，瞭解

百姓生活狀況、把握群眾思想脈搏，著眼群眾需要解疑釋惑、闡明道理，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裡。
“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於解決現實

問題、回答現實課題。 希望大家立足中國現實，根植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

精彩生活表現好展示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
4. 要堅持用明德引領風尚。 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肩負著啟迪思想、陶冶情

操、溫潤心靈的重要職責。 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文化文藝工作者、哲學社會科學工作

者自己首先立身要正，以高遠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為社會作出表率。
新時代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應積極回應時代要求，以提升原創能力為出發點，不做西方理

論的“搬運工”。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守正出新，提出具有自主

性、獨創性的理論觀點。

五、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三種境界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揭示了治學的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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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

悴。”此第二境也。 “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此等語非

大詞人不能道。 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王國維所說的這三種境界，既是自己生活經歷之深切體會，又帶有普遍意義。 不僅僅適用於大

事業、大學問，也適用於對愛情的追求。 王國維運用詞中形象表現主觀聯想，將晏殊、柳永、辛棄疾

原是說愛情的詞，各截取其中幾句，重新組合，用以說明古今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三個境界。
（1）第一境界是求索階段。 做學問一開始憑高望遠，難免會惆悵迷茫，但可以學習、總結前人

治學經驗，通過博覽群書，開闊自己的心胸和視野，修煉性情和品位，要有執著的追求，登高望遠，瞰
察路徑，明確目標與方向，瞭解學界的歷史、現狀、前沿。

第一境界強調的是“立”。 做學問首先要有遠大目標。 要有鴻鵠之志，不做蓬間燕雀。 學術研

究是薪火相傳，“智山慧海傳真火，願隨前薪作後薪。”前面的燃料著盡了，後面的燃料要趕緊續上

去。 見賢思齊，我們可以向典範學習。 向典範學習，重在揣摩和仿效。 學習書畫要反復臨摹，學術

研究也要仔細研讀經典名作。 領略其學術境界，體悟其治學精神，學習其研究方法，如馮友蘭的

《三松堂自序》。 以前輩的治學經驗、學術境界、心路歷程，來激勵自己。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

能至，然心嚮往之。 “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站位要高，眼界要廣闊，這是第一位的。
（2）第二種境界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這兩句來自柳永的《蝶戀花·佇倚危樓風細細》。 《全宋

詞》既把此詞收為柳詞，又收為歐詞（歐陽修《近體樂府》卷二），故王國維定為歐公所作。 一般認為

是柳永所作。 做學問，鑽研問題，不是輕而易舉、隨便可成功的，必須認定目標，堅定不移，磨練自己

的意志和毅力，經過辛勤勞動，廢寢忘食，嘔心瀝血，孜孜以求，直至人瘦頻寬也不後悔。 第二境界

強調的是“守”，堅守。
其實，做學問不止是“衣帶漸寬”、“人憔悴”的問題，而是“燃燒生命”、“嘔出心肝”、“蠟炬成

灰”。 馮友蘭指出，歷來的哲學家、詩人、文學家、藝術家和學問家都是用他們的生命作為燃料，來
傳遞人類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智慧之火。 歷來的著作家，凡是有傳世著作的，都是嘔出心肝，用他們

的生命來寫作。 無論是寫一篇文章、作一首曲、寫一幅字，都要集中全部精神才能做得出來，傳世之

作就不用說了。 李商隱有兩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蠶是用生命來吐絲的，蠟
是用生命來發光的。

（3）第三種境界，做學問，必須有專注精神，反復追尋、研究，下足功夫，才會頓悟、豁然貫通，於
別人未見之處有獨到的發現、有真知灼見。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第三境界強調的

是“得”。 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艱險沿著陡峭山路向

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六、寫作的境界

由於不合理的評價體系，對學術論文只重數量不重質量。 有的學者在寫作的過程，對論文灌注

大量水分，將本可以寫成一篇的論文硬生生拉扯成兩篇或多篇，或者，將已經發表過的論文改頭換

面重複發表。 這裡，就有一個學術論文寫作的境界問題。
精深的學問和傳世的佳作是什麼樣的？ 北宋人吳縝說：“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

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

議，然後可以號信史。”王若虛在《文辨》中有一段精彩的對話：“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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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則須有。’”意即寫文章沒有固定

的模式、格式、套路，但是，一定有基本的章法、體例、原則。 周國平《平淡的境界》是談散文的寫作

的，如果我們稍稍修改一下，也是非常適合於學術論文的寫作。
平淡不僅是詩歌、散文寫作的極境，也是學術論文寫作的極境。 周國平先生說，平淡不僅僅是

一種文字的境界，更是一種胸懷，一種人生的境界。 古語說：“文章老更成。”袁枚指出：“非精深不

能超超獨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領解。”（《隨園詩話》）學術論文的寫作也是同樣的道理，既要展現自

己的學問，又要有讀者意識，考慮能讓別人讀懂。 胡適說：“古人作詩，有‘老嫗能解’的標準。 作文

亦宜如此，不可但求我自己瞭解，當力求人人能解。”明白曉暢的文字需要作者花費更艱苦的勞動。
如何做到文字平淡呢？ 周國平先生說了三條意見：

第一，“家無鮮魚，不要宴賓客。”意思是說，沒有新意不要動筆，沒有一己之得不動筆。 學術論

文，內容為王。 內容決定形式。 意（科研成果）在言（論文寫作）先。 平淡之味，以原味取勝，前提是

東西本身要好。 沒有研究就不要寫文章。 杜牧指出：“苟意不先立，只以文采辭句繞前捧後，是言

癒多而理癒亂”，“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答莊沖書》）。 李漁

也說：“意新為上，語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意新、語新、而又字句皆新，是為諸美皆備” （《窺

詞管見》）。 王夫之更是強調：“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夕堂永日緒論》）
第二，“有了鮮魚，就得講究烹調。 千萬不要用不必要的佐料損壞了原味。”林語堂說行文要

“來得輕鬆自如，發自天籟，宛如天地間本有此一句話，只是被你說出而已”。 寫作要行於所當行，
止於所當止。 要有思想深度，有學術水平。 不要做作，不要刻意雕琢，不要堆積辭藻，不要故弄

玄虛。
第三，“只有一條鮮魚，就不要用它熬一大鍋湯，沖淡了原味。”文字的平淡得力於自然質樸，有

味則得力於凝聚和簡練。 學術風格以樸實為尚。 陸九淵說：“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
途議論。”陳垣推崇清簡樸實的文風，他以顧炎武的《日知錄》為典範，強調學術寫作“只求通達不

求文采，要少而精，不要多而美”，他批評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是“借史作文，有許多浮詞”。

七、結語

雖然大學是一片遠離塵世紛擾的靜心樂土；是沉思默想的處所；是研究發現，知識開發與交流，
以及各國智慧發展的避風港；是培養社會精英和知識精英的機構，但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泥沙

俱下、人心不古、世風堪憂，社會很浮躁，現實很功利，一個人的價值往往是由別人來估算的。 在這

種背景下，大學恐怕也難以獨善其身，而作為知識精英的科研工作者，也難免被洶湧的波濤所裹挾，
而難以做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難以沉浸到一個超然物外、超乎喧囂的自由境界。 於是，
一些學者做學問，也在不斷地向外求，求得別人的關注、理解、尊重、賞識，外求的結果必然是喪失自

我，精神分裂。
學術生態的治理與改善是一個系統工程，營造風清氣正的學術環境，須全社會共同努力，運用

道德的、法律的、經濟的、行政的多種手段，綜合治理才能取得成效。 這既需要有關管理部門出台相

應的法律法規來進行外在的“他律”，更需要廣大科研工作者具有良好的學風、學術道德來進行內

在的“自律”。
近些年來，有關管理部門已經出台一系列的文件，加強對學術不端、學術失範的治理。 例如

2016 年 7 月 25 日下發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學習宣傳和貫徹實施《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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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辦法》的通知，於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 2018 年 5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

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

建設的意見》。 科研工作者的道德自律，其中，需要解決的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的是學術研究的

境界。 不斷提高人生的境界，包括做學問的境界、寫作的境界，不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沉淪”，這
恐怕是解決學術不端、學術失範問題更為根本的策略。

做學問是一項崇高而神聖的事業。 學與德的關係，恒提恒新。 只有目的純正、思想專一，才能

有所發現、有所創新。 廣大科研工作者要以良好的學風砥礪品格、規範言行，誠信科研、誠信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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